
当我们缅怀西南联大时也不应忘记，在八

年“抗战”时期，中国的西南后方还有一个重要

的教育基地—贵州湄潭。在那里，有许多光

耀中国现代教育史册的人物，譬如竺可桢和谈

家桢。

谈家桢，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被

誉为“中国的摩尔根”。时值谈家桢先生逝世

十周年，谨以此文献给这位我作为其文字助手

相随十多年的前辈师长。

1934年8月，谈家桢来到美国西部濒临太

平洋的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城，即将在加州

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他一生中至关重要

的留学生活。前来迎接他的是日后成为他导师

之一的杜布赞斯基，这位乌克兰血统的苏联科

学家热情地向谈家桢介绍了摩尔根实验室的

情况，并代表摩尔根本人对谈家桢的到来表示

欢迎。

谈家桢抵美时，杜布赞斯基已是美国颇

负盛名的遗传学教授和摩尔根的主要助手之

一。谈家桢和杜布赞斯基此前神交已久。据谈

家桢回忆，当初他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异

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遗传》，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受到杜氏发表在德国杂志上的同类文

章的启示。异色瓢虫，又称亚洲瓢虫，通常分

布在苏联阿尔泰山脉迤东的广大地区及中国、

朝鲜、日本和库页岛等国家和地区。杜氏所研

究的瓢虫取材于苏联霍文茨克地区，而谈家

桢则把北京西山地区的瓢虫作为自己的研究

对象。1932年，谈家桢的老师李汝祺将这篇论

文推荐给摩尔根，可说是第一次沟通了两人的

思想，频繁的书信往来更加深了他们的相互了

解，亚洲瓢虫便当之无愧地成了他们友谊的发

端和载体。

谈家桢见到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时，摩

尔根已是闻名遐迩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

得者、著名的基因学说的创始人，染色体遗传

学说经过他的科学论证而得到公认。这位大胡

子、高身材的美国学者，在自己的学生和同事

面前显得十分谦虚和热忱，这种气氛很快感染

了谈家桢，令他融入到以摩尔根为核心的那个

严肃、紧张而又团结、友爱的群体之中。多年以

后，谈家桢是这样描述他记忆中的摩尔根的：

这是一位思想敏捷、不保守、判断力犀利

和富有幽默感的老人，同时又是一位兴趣广

泛、讲求实际的科学家。在他的整个科学生涯

中，他的思想曾纵情驰骋在生物学的不同领域

中，并处处留下了巨大的成功足迹。而他所作出

的这一系列杰出贡献，应归功于他认真严肃的

科学态度以及在探索科学的未知世界中所表现

出来的穷根究底、小心求证的踏实作风。

谈家桢还认为，摩尔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

溢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非凡出众的科研组织

者和学术带头人。他把自己献给了对科学真理

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这一精神和品格，后来

又成了他的学生谈家桢一生的座右铭。

摩尔根实验室有一套独特的培养人才的

谈家桢：从帕萨迪纳到贵州湄潭

□ 张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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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那个被世人称为“蝇室”的实验室群

体中，摩尔根安排他的大弟子们具体指导学

生，如此一代又一代，连绵不绝；研究课题由

学生自己确定，导师只是在关键点上加以指

导，研究的路线和需要参考的文献资料全由

学生自己去探索和思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

到了充分发挥。这套教学方法被称为“教而不

包”。当年，李汝祺老师把这套教学方法带到

了燕京大学，后来谈家桢又把它带进了他先后

任教的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而不包”和

中国古人提倡的“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

不如师”是不谋而合的，其实质就是提倡学生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于是，在这样一个团结、友

爱、互谅互让、互相尊重的研究群体中，许多卓

越的科学家脱颖而出。摩尔根的三大弟子中，

司多芬特和布里奇与老师共享诺贝尔奖，穆勒

则以开创辐射遗传学的出色成就荣登诺贝尔

奖的领奖台。著名的“伴性遗传现象”“遗传学

第三定律”（即连锁交换法则）就是摩尔根和

他的第一代学生共同研究的结晶。 

谈家桢进入摩尔根实验室之时，正值染

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

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领域。在68岁的摩尔

根的全程关心和杜布赞斯基的直接指导下，谈

家桢在远离故国的花卉草虫中，在奥地利神父

孟德尔创建的遗传科学的崎岖小径上奋勇行

进，寻求和探索生命的真谛。他利用果蝇唾液

腺巨大染色体研究的最新成果，饶有兴致地分

析果蝇在种内和种间的染色体结构和变异情

况，探讨不同种的亲缘关系，从而深化了对进

化机制的理解。在此期间，谈家桢单独或与他

的直接导师杜布赞斯基、司多芬特及在摩尔根

实验室进修的法国、德国的遗传学家合作发表

了十余篇很有影响的论文。1936年，谈家桢的

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细胞遗传图》通过

答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谈家桢

年仅27岁。

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一致希望谈家桢继

续留在美国从事遗传学的研究。谈家桢明白，

留在美国意味着个人声望和地位的巨大改观，

意味着未来的一帆风顺。但是，科学救国是他

不容动摇的信念，他去意已决。

杜布赞斯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谈家

桢跟他一起工作。他希望时间能改变谈家桢的

想法，让谈家桢跟随他继续果蝇的种群遗传学

研究，一定能把谈家桢留下来。一年时间在博

览群书、涉足遗传学各个领域和广泛进行学术

交流中很快过去。而后，谈家桢向对自己在果

蝇种群遗传学研究领域寄予厚望的杜布赞斯

基说了一段十分诚恳、动情的话：

我不能一味地钻在果蝇遗传学研究领域

里。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

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个专业的人才。因此，

我在这宝贵的一年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接触各个

领域，多获得各方面的知识。我，是属于中国的。

1937年，这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作出了自己

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他放弃了留在海外的机                                     摩尔根实验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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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毅然回国了。三年的“蝇室”生涯，令谈家桢

获取了一生科学事业中受益匪浅的重要养料。

归国后，谈家桢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函聘，任该校生物系教授。自此至1952年全国

院系调整后赴复旦大学任教，前后15年，除开

出国讲学和访问，谈家桢一直在这所具有悠久

传统、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事教学和科研活

动。而这15年，对于谈家桢来说，正是事业上

开拓进取的黄金时段。

谈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浙大，自然不能

不提到当时的校长、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开拓

者竺可桢先生。晚清以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

上以科学精神办学而影响深远、成绩卓著者，

竺可桢校长可算其中之一，他在当时中国知识

分子中的人望可想而知。

谈家桢时时忆起，1937年他受聘担任正

教授时年仅28岁，与竺校长一非师生，二非故

旧，获此高职厚遇，殊为不易。由此可见，竺校

长确是任人唯才，不讲派系。以今天的观点来

看，竺可桢当年的不拘一格、广征人才，其实正

是以浙大为基地，为中华民族构筑起一个可观

的人才资源高地。　　

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依山傍水，但见水

光潋滟，山色空蒙，其意也秀，其势也雄，身处

此中，自会生无限感慨，而觉地灵人杰。当时，

浙大理学院院长由胡复刚教授担任，生物系内

的知名教授有贝时璋、蔡堡、罗宗洛、张肇骞、

张孟闻、仲崇信、王曰玮、吴长春等，系主任为

贝时璋。竺校长满心希望浙大的生物系引进

谈家桢后，能发展成为中国遗传学教学、科研

和人才培养的基地。谈家桢也信心满满，他要

在浙江大学，在这所中国人自己创建的高等学

校，为振兴中国的遗传学事业大干一番。

然而，谈家桢到浙大任教不久，上海即爆

发“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继而拉开序幕。战

火很快烧到杭州。浙大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坚持

教学达三个月之久。1937年11月，日军在距杭

州100余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只能举校迁

移。这就是后来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光辉

而悲壮一页的浙大内迁。浙大内迁历经浙西建

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最后迁至贵州

遵义、湄潭和永兴建校。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日

军追截，辗转跋涉5000余里，自1937年11月至

1940年年初，历时两年有余，也可以称得上是

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悲壮的长征了。

1940年秋，理学院和农学院迁往距遵义75

公里的湄潭县城，生物系的实验室则落脚在破

陋不堪的唐家祠堂内。谈家桢后来回忆说：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似有模糊之感，唯独浙

大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经历，仍记忆犹新。我深

深地怀念遵义、湄潭的一山一水，她曾经哺育过

我们这一代学人，也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新中

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

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

重要代表性论文，就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为

自豪的是，在日后的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

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

们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潭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

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意，终生难忘。           1978年，谈家桢在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做遗传工程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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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那天凌晨，微信朋友圈的一则讯

息跳入眼帘：“有一个人在太阳升起之前悄悄

地走了，101年零330天。Rest in peace. We 

love you!”发讯息的是王健的女儿王艾平。

我惊问：“你爸走了？”她只回答了一个

字：“嗯。”

可以想象到艾平此时的心情。我也无言

以对。眼前闪现的是5月10日民盟中央机关老

干部聚餐的情形。那天，王健虽然举止略显迟

钝，话少了些，但与大家相聚依然开心，还干了

一盅白酒。

这还不到半年啊！幸而与王健合了影，留

下了最后的面容。

认识王健是1988年。那年我从中国美术

家协会调入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他是文史委

出湄潭县城西门，有一湄江，江上有桥，桥

头水边，其南有一四合院，人称魏家院子。又

西南一里地，也有一四合院，便是唐家祠堂了。

院内朝南一排房子，分别辟作贝时璋、罗宗洛、

张肇骞和张孟闻的实验室。偏旁两间，谈家桢

取其一作养瓢虫、果蝇之所，另一间为学生实

验室；以后规模随需要扩大，谈家桢又用申请

到的洛氏基金搭建一间，作实验用房。

那时的湄潭没有电灯，大家都用油盏燃着

灯草照明，工资因“抗战”而打折扣，物价又不

断上涨，生活之清苦可知。然而师生们以校为

家，敬业互爱，尊师重教，心情十分舒畅。正如

谈家桢所说，他一生学术上有许多重要成就正

是在湄潭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在科

研上取得突破的同时，在竺校长的鼓励下，谈

家桢师承摩尔根“教而不包”的精神，倡导学

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独立开展研究，培养

了后来在科研、教学上均有所建树的第一代研

究生：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进而

□ 周昭坎

百年人生唯求真

—缅怀王健同志

又由他们协助指导，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国生

命科学事业的接班人。动荡不定的生活，给师

生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困

难。但谈家桢和他的学生们目标坚定，白天进

行果蝇和瓢虫的野外采集和实验研究，晚上

在煤油灯下对着显微镜进行观察，一步一个脚

印，艰苦跋涉，而乐在其中。

1944年，谈家桢在这座破祠堂里取得研

究上的突破，发现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现象，

并在对此现象的规律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

于1946年发表了论文《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

嵌镶显性》。这是他在遗传学研究上的一个重

大突破，并很快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

同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两

次去浙大遵义总部和湄潭参观，重点参观和考

察了湄潭理学院。当他看到生物系师生在唐家

祠堂这所土房子里获得的研究成就时，十分感

慨地说：“浙大可与英国的著名大学相比，是

东方的剑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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